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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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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2003—2020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回归方程模型并运用协整检验、系统GMM方法研究了农业产

业集聚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以及环境规制所发挥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在国家层面，农业碳排放受到农业产业集聚的影

响显现出“非线性关系”，即随着农业产业集聚程度的上升，农业碳排放总量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特征，并且在

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中显著受到了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而在地区层面，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农业碳排

放均受到农业产业集聚的影响显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特征，但环境规制在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中

的调节效应仅在东部和西部地区显著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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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panel data from 31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03 to 2020,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nfluence of agricultural 
agglomeration on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s while examining the moderating role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t achieves this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regression equation model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cointegration tests and system GMM methods. The 
results show that, at the national level,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s are affected by the agglomeration of agricultural industries 
in a “non-linear relationship”. As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y agglomeration degree increases, the total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s 
show an inverted U shaped characteristic.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in this process present a significant moderating effect. 
The agglomera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y influences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s in the three regions at the regional level, 
displaying an inverted U-shaped characteristic. However,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is significant only i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regions, not in the cent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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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发展绿色低碳产业，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积极稳妥

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科学研究表明，在过去的 100 年间，

由各种温室气体排放所产生的温室效应导致地球的地表

温度升高了 0.3 ～ 0.6 ℃，预计到 21 世纪末地表温度将

可能上升 1.8 ～ 4.0 ℃，且由温室效应所导致的气候变

化和极端天气对全球生态环境、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等

产生一系列负外部性影响。因此，全球各国积极推动碳

减排已刻不容缓。中国是农业生产第一大国同时也是农

业碳排放水平第一大国，而在农业产业集聚的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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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由于大量能源的低效率消耗，产生了过量农业碳排放，

这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国家的绿色低碳产业发展目标，

且对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在

此背景下，低效率农业生产过程所产生的过量农业碳排

放，成为当前亟须解决的问题。而国家推行的一系列环

境规制政策是调控农业产业集聚发展过程中的农业碳排

放问题的主要手段。

农业生产过程作为碳排放的重要来源之一，分析环

境规制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不仅

可以促进企业和农户生产行为转型、实现农业碳减排，

还为推动传统农业向低碳农业转型提供理论依据，从而

提升环境规制在农业领域内的政策效果。除环境规制作

为一种政策手段和工具对农业碳排放起到了规制性作用

外，农业碳排放还会受到农业经济增长、农业技术创新、

农村人力资本及土地细碎化程度等因素的影响 [1-2]。多

数的研究关注于以上因素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仅有少

部分学者关注影响农业产业集聚这一重要因素，而关于

环境规制、农业产业集聚和农业碳排放之间的关系研究

更是少数。鉴于上述背景，本文旨在从国家层面和地区

层面进行以下探究 ：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

关系是怎么样的？在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

中环境规制是否发挥着调节效应？从而为探究农业碳减

排路径提供新视角，并为中国在农业碳减排方面的相关

政策制定提供科学参考与依据。

1  文献综述

在产业集聚与碳排放的研究方面，多数学者最初的

研究主要围绕工业产业集聚对工业发展、能源利用的影

响展开，且研究结论仍存迥异。而当前学者们关于产业

集聚与碳排放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

观点强调正向的外部效应，即产业集聚减少了温室气体

中的碳排放。乜敏等 [3] 以中国制造业为证据，探究了产

业集聚是否有利于低碳发展并得出研究结论，产业集聚

和碳排放强度之间从长期来看彼此之间保持着较为稳定

的均衡关系，且产业集聚整体上是有利于低碳发展。刘

习平等 [4] 研究认为，经济空间集聚会对碳生产率产生影

响，且与专业化集聚方式对比发现多样化产业集聚对提

高碳生产率有着显著性影响；第二种观点强调负向的外

部效应，即产业集聚加剧了温室气体中的碳排放。邵帅

等 [5] 的研究指出，产业集聚会带来生产规模的扩张，而

短时间内生产规模的急剧扩张必然会导致产业总体碳排

放量的增加。VIRKANEN[6] 运用实证分析研究了芬兰南

部地区的产业集聚对环境产生的影响，结果发现芬兰南

部的环境污染主要是由于产业集聚所导致的；第三种观

点认为二者间关系并不确定。李炫榆等 [7] 在研究空间集

聚和碳排放的内生关系和空间交互影响中发现，持续推

进的产业集聚会与碳排放之间出现倒“U”型曲线的关系，

即产业集聚在到达一定的阈值后其自身会产生“自净”作

用，因此，持续上升的碳排放便会得到抑制并开始逐渐

下降。而具体到农业产业集聚与农业碳排放的研究，胡

中应等 [8] 根据农业碳排放的来源，建立了农业产业集聚

对农业碳排放影响的实证分析框架，并得出结论：随着

农业产业集聚程度的增加，农业碳排放总量会呈现非线

性变化特征，且农业碳排放强度会出现正“N”型变化特征。

国内外学者围绕环境规制与产业集聚方面的研究主

要体现为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环境规制对产

业集聚具有抑制性作用，即两者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樊兰 [9] 在对珠三角九个城市的面板数据的研究中发现，

环境规制与产业集聚间的负相关关系在国有企业和集体

企业中较为显著 ；第二种观点认为环境规制对产业集聚

具有促进性作用，即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FENG

等 [10] 通过对工业行业的数据研究发现，环境规制的压

力较大时便会驱动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升级，由于创新会

产生补偿效应，进而促进区域内产业集聚水平进一步提

升。而目前主流的第三种观点则认为环境规制与产业集

聚之间存在着非线性关系。郝寿义等 [11] 基于新经济地

理学视角分析发现，环境规制与产业集聚间的影响关系

也会随着发展阶段的不同而产生变化。当区域内环境规

制增强时，其会逐渐成为促进产业集聚的因素，但当相

同环境规制政策被其他地区效仿并执行时，会发现产业

集聚受到环境规制的正向促进作用逐渐衰减，因此环境

规制与产业集聚的关系呈现为非线性关系。

有关于环境规制和碳排放的关系研究主要围绕“绿色

悖论”以及“倒逼减排”进行展开。张华 [12] 运用两步 GMM

方法分析了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

规制对碳排放的直接影响存在倒“U”型特征，随着环境规

制强度增强，其影响从“绿色悖论”转向“倒逼减排”。而

具体到环境规制与农业碳排放相关关系的研究，仇伟 [13]

利用 2001—2016 年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和农业能源消费数

据展开实证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农业碳排放起到有限

弱化作用，但有一定的时滞效应。综上所述，环境规制、

农业产业集聚与农业碳排放之间存在多重影响关系。

相较于其他学者对于农业产业集聚、环境规制对农

业碳排放和环境规制对农业产业集聚影响的研究，环境

规制在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碳排放影响的作用还有待验

证。因此，本文采用 2003—2020 年中国 31 个省份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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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数据，构建回归方程模型，并运用多种检验方法，综

合分析全国、东部、中部及西部地区农业碳排放受到农

业产业集聚的影响以及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农业产业集聚与环境规制影响农业碳排放的作用机

理见图 1。

图1  农业产业集聚与环境规制影响农业碳排放的作用机理图

2.1  农业产业集聚影响农业碳排放的作用机制

VERHOEF 等 [14] 研究发现，产业集聚发展过程中

会产生“拥挤效应”，即短时间内有大量生产要素的投入

时，产业集聚的负外部性会大于正外部性，从而会加剧

环境污染中的碳排放水平。HOOVER[15] 曾指出，产业

集聚推动了产业区域的技术创新、要素节约、生产效率

和能源利用效率的提升，源自于内部规模经济和区域化

经济的形成，最终体现为降低单位产品的能源量消耗和

提升产业的竞争优势。而单位农产品的能源量消耗降低

即意味着单位农产品的碳排放量相对降低。

本文认为，在农业产业集聚发展初期，企业或农户

为大规模生产和加工农产品而增加大量的农业生产要素

投入，且农业产业集聚初期相关的环境规制政策可能没

有得到及时的再调整与执行，因此会导致农业碳排放总

量持续增加。后期随着农业产业集聚的不断推进，由农

业产业集聚所带来的规模外部性效应、行业外部性效应、

规模经济效应及相应环境规制政策的执行在相当程度上

使单位农产品的碳排放量降低，进而促进农业碳排放总

量相对随之降低。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1。

H1 ：农业产业集聚与农业碳排放之间存在非线性关

系，即在农业产业集聚发展初期，农业碳排放总量会持

续增加，而随着农业产业集聚的推进，农业碳排放总量

开始下降，因此两者之间存在倒“U”型特征的影响关系。

2.2  环境规制影响农业碳排放的作用机制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企业因环境规制会产生额外的

排污费用从而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而根据波特假 

说 [16]，当企业污染支出增加时，企业会增加对技术创

新的投入从而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所以环境规制促进技

术创新，环境规制会对产业集聚区的企业产生创新补偿

效应。

本文认为当环境规制的水平不同时，农业碳排放受

到农业产业集聚的影响程度可能不同，结合环境规制在

产业集聚中的创新补偿效应分析。一方面，在环境规制

程度较高的地区，农业产业集聚区的企业会对环境规制

中的惩罚或激励措施产生强烈的行为反应——积极减少

农业碳排放，在保证农业生产规模和生产数量稳定的前

提下通过技术创新或升级环保设施等从而减少农业碳排

放，降低企业在环境污染费用方面的负担 ；另一方面，

在环境规制程度较低的地区，由于政策的惩罚力度低、

转移性支付和补贴较少——企业减少农业碳排放意愿不

强烈，因此企业对减污技术的投入相对较少，反而通过

扩大农业生产规模和生产数量，从而增加企业生产的利

润，均衡因大量农业碳排放所支出的污染费用。基于此，

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2。

H2 ：环境规制水平的高低在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碳

排放的影响中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

3  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3.1  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3.1.1  变量选取

本文的因变量为农业碳排放，调节变量为环境规制，

核心解释变量为农业产业集聚。考虑农业碳排放总量还

会受到农业产业结构、农业 GDP 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

本文将此两类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从而尽可能保证实际

估计结果的准确性。

（1）农业碳排放。农业碳排放主要包括两大方面 ：

一方面是农业生产过程中因能源消耗（柴油、电力等）和

要素投入（化肥、地膜等）而产生的碳排放 ；另一方面是

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农产品生命活动过程中因肠道发酵和

粪便分解等而产生的碳排放。本文结合 IPCC（2007）推

荐指南中的方法以及王兴等 [17]、陈炜等 [18] 的研究，首

先通过计算农业生产过程中各种农业物资的投入量得出

各农业物资碳排放量，然后加总得到农业碳排放总量。

农业碳排放的计算公式见式（1）。

E= ∑ Ei=Qi×Ki （1）

式中 ：E 为农业碳排放总量 ；Ei 为各类农业物资碳排放

量；Qi 为第 i 类碳源的量；Ki 为第 i 类碳源的排放系数，

六类碳源的排放系数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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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业产业集聚。农业产业集聚是指在某一地域空

间中农业经济活动主体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所构成的集

合体 [21-22]。本文采用区位熵指数法用来对各地区农业产业

集聚程度（LQij）进行测度，其公式为：LQij=(Xij/Xi)/(Xj/X)[23]。 

其中，LQij 表示各省份农业产业集聚程度；Xij 表示 i 省

份的农业总产值；Xi 表示 i 省份所有产业总产值；Xj 表

示全国农业总产值；X 表示全国所有产业总产值。

（3）环境规制。环境规制是以政府机构为规制主体，

以大气污染、水资源污染、土地污染、噪声污染和排污

企业等为规制客体，运用政策工具对企业的资源利用进

行直接或间接的干预和控制，从而达到保护生态环境和

实现资源节约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目标 [24]。近年来，国内

关于环境规制测度指标的选择主要有两种定量方法 ：一

种是考虑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和排放的污染物量，或者构

建基于这些数据的指数指标 ；另一种是在省级层面讨论

环境规制问题时，多数学者倾向于采用环境污染治理投

资总额来表示环境规制的强度，反映各省政府治理环境

问题的程度 [25-27]。因此，本文的环境规制（ERij）水平用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来表示。

（4）控制变量。用各地的种植业 GDP 与农林牧渔业

GDP 的比值来表示农业产业结构（ATij）；用各地的农林

牧渔业 GDP 来表示当地的农业 GDP[28]。农业产业结构

标记为 ATij，农业 GDP 标记为 GDPij
[29]。

3.1.2  模型构建

结合上文对环境规制、农业产业集聚和农业碳

排放相互关系的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本文构建模型

（2）～（6）用来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模型中的省份、

年份、截距分别用 i、j、α来表示，各种变量的系数用

β来表示，随机扰动项用 εij 来表示。

Eij=α+β1+β2LQij+β3GDP+εij （2）

Eij=α+β1+β2LQij+β3LQij2+β4GDP+εij （3）

Eij=α+β1+β2LQij+β3ERij+β4(LQij×ERij)+β5ATij+β6GDP+εij

 （4）

 （5）

Eij=α+β1+β2LQij+β3ERij+β4LQERij+β5ATij+β6GDP+εij 

（6）

其中，模型（2）用来检验农业产业集聚对于农业碳

排放的影响，但是基于上文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碳排放

的影响为倒“U”型的研究假设，本文加入了核心解释变

量的平方项作为另一解释变量并得出模型（3），以方便

下文进行“U”型图检验及“U”型关系的稳健性检验。模

型（4）用于验证环境规制在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碳排放

影响中的调节效应。但是，用于验证调节作用的交互项

可能存在共线性问题，导致回归模型结果偏差。因此，

在模型（4）中对农业产业集聚和环境规制的交互项进行

了中心化处理，从而降低共线性所带来的结果偏差。运

用模型（5）LQERij 表示农业产业集聚与环境规制的交互

项，并将其代入模型（4）中，进而得到最终模型（6）。

3.2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的所有变量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农业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

年鉴》及中经网统计数据库。数据中的实际农业 GDP、

生产总值和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均以 2003 年为基期

进行平减，从而获得可以比较的数据。为便于分析上文

研究假设是否存在地区差异，本文对国家发改委在政策

层面上将中国 31 个省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所划分成

的东部、中部及西部地区分别展开研究。东部地区包括

12 个省份：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

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中部地区包括 9 个省份：

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

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 10 个省份：四川、重庆、贵州、

云南、西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

4  实证结果分析

4.1  时间趋势检验与分析

由图 2 可以看出，全国 31 个省份的农业碳排放总

量从 2003—2020 年总体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但

个别省份的数据变化相较平稳。基于此现象，本文分别

对于东部、中部及西部地区进行了剖析。

东部地区，北京、上海、天津的农业碳排放总量随

时间的推移增长较缓，甚至有持续下降的趋势。产生这

种现象的原因就在于北京、上海、天津作为我国政治中

心、经济中心、工业重点地区，农业种植业的发展受到

了极大的掣肘，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农业

耕地不断缩减，农业碳排放总量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便

不显著。但山东、河北、辽宁、江苏、广东、广西等农

业强省份的农业碳排放总量所呈现的先上升后下降趋势

较为显著。

中部地区的 9 个省份的农业碳排放总量随时间的

表1  农业碳排放碳源、系数及参考来源

碳排放源 排放系数 参考来源
化肥 0.895 6 kg/kg 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
农药 4.934 1 kg/kg 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

农用薄膜 5.180 0 kg/kg 南京农业大学农业资源与生态环
境研究所

农用柴油 0.592 7 kg/kg IPCC[19]

农业播种面积 3.126 0 kg/hm2 中国农业大学生物与技术学院
农业灌溉面积 25.000 0 kg/hm2 MOSIER 等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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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全国农业碳排放总量时间趋势

推移均呈现倒“U”型特征，且转折点基本出现在 2013—

2015 年。由于中部地区气候较为适宜、土壤较为肥沃，

具有较好的农业发展条件，因此农业产业在中部地区的

发展规模较大，且由此产生的农业碳排放总量先上升后

下降的趋势就显得较为显著。

西部地区一部分省份的农业碳排放总量随时间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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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另外一部分省份的农业碳

排放总量随时间的推移呈基本水平的状态，后者出现的

原因在于高原地带一方面环境恶劣、人烟稀少、农业产

业发展落后。另外，高原地区面积广阔，植被覆盖面积

巨大——碳汇效率高，农业种植业所产生的碳排放得到

了较高程度的吸收转化。

本文从上述的时间趋势检验过程中得出一个较为直

观性的结论，农业碳排放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倒“U”型

的分布状态，这就部分支持了假设 1，但就农业产业集

聚是否会对农业碳排放产生相同的倒“U”型分布影响有

待下文考究。与此同时，从三大地区的时间趋势检验中

得出另一个较为直观性的结论，农业碳排放在东部、中

部及西部地区的增减趋势会受到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而

呈现差异性，这也就部分支持了假设 2，但具体环境规

制的调节效应是否在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碳排放总量产

生影响的过程中存在需要进一步验证。

4.2  系统GMM两步法的初步分析

根据 HT 检验、LLC 检验、IPS 检验结果发现，因

变量农业碳排放、核心解释变量农业产业集聚和控制变

量 GDP 平稳性较差，对于模型回归结果可能会产生异

常影响。因此，本文对此三类变量进行一阶差分后，再

进行 D_LLC 平稳性检验。D_LLC 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

一阶差分以后的三类变量的 P 值均小于 1%，显著性良

好，消除了非平稳趋势的潜在干扰问题。进一步的 Kao

检验结果表明 Augmented Dickey–Fuller（ADF）的 P 值

小于 1%，即可以进行系统 GMM 两步分析法。

结合表 2 所显示的全国及各地区的样本关于模型

（1）的系统 GMM 估计结果和数据得出结论。从全国层

面来看，农业产业集聚与农业碳排放之间的回归系数为

3.745，且在 5% 显著水平下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另一

方面，控制变量农业产业结构回归系数为正，但未达到

显著水平，即农业产业结构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不够显

著。而另一控制变量农业 GDP 的回归系数为负且通过

1% 的显著水平，即表明农业 GDP 对农业碳排放有着显

著性的负向影响。

从地区层面来看，东部、西部两个地区农业产业集

聚对于农业碳排放的回归系数均为负数，这表明在两个

地区，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碳排放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负

向影响，且东部地区的农业产业集聚所带来的农业碳减

排效应略小于西部地区。而中部地区的农业产业集聚对

于农业碳排放的回归系数为正数，这又表明中部地区的

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碳排放具有一定的正向影响但并不

显著。综上分析得出，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碳减排存在

地区差异。从控制变量来看，只有东部地区的农业 GDP

会对当地的农业碳排放具有显著性的负向影响。

总结全国以及三个地区的回归分析结果来看，农业

产业集聚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

这也印证了时间趋势检验和研究假设 1。

4.3  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碳排放的倒“U”型关系检

验与分析

通过 GMM 检验确定农业产业集聚与农业碳排放之

间存在非线性关系，结合时间趋势检验结果本文进行倒

“U”型关系检验，以确定农业产业集聚对于农业碳排放

的影响是否为倒“U”型，如果检验通过，则说明研究假

设 1 成立。

从图 3 中可以看出，本文初步确定农业产业集聚对

于农业碳排放的影响效应是为倒“U”型，但通过图形检

验做出直观判断存在偏差。本文加入核心解释变量农业

产业集聚的二次项构建模型，进行了 OLS 回归。

图3  “U”型图检验

表 3 的 OLS 回归结果中，核心解释变量农业产业集

聚的二次项系数为 -57.970，且 P 值小于 1%，表明农业

产业集聚的二次项对农业碳排放具有显著的负效应。同

时，核心解释变量农业产业集聚的一次项系数为 162.505，

且 P 值小于 1%，表明农业产业集聚的一次项对于农业碳

表2  GMM检验

变量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L.E 1.040***

(0.011)
1.023***

(0.026)
1.148***

(0.247)
1.002***

(0.179)

LQij
3.745**

(1.715)
-8.994

(12.958)
23.938

(38.728)
-9.152

(23.708)

ATij
9.517

(9.624)
18.834

(38.263)
-6.294

(60.171)
12.789

(16.069)

GDPij
0.004***

(0.001)
-0.003***

(0.001)
-0.010
(0.010)

0.002
(0.008)

_cons -4.549
(4.168)

3.880
(11.944)

-42.467
(116.411)

16.547
(47.112)

AR(2) 0.922 0.713 0.303 0.243
Sargan test 1.000 0.840 0.131 0.231

Observations 434 168 126 140
注 ：***P ＜ 0.01，**P ＜ 0.05，*P ＜ 0.1 ；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差。

表 3 ～表 5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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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总量具有显著的正效应。核心解释变量的一次项和

二次项都显著且方向相反，判定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碳

排放的影响为倒“U”型，研究假设 1 部分得到验证。

表3  倒“U”型关系检验

变量 E

LQij
162.505***

(18.511)

LQij2
-57.970***

(7.725)

ATij
210.381***

(38.278)

GDPij
0.079***

(0.003)

_cons -126.407***

(19.428)
Observations 465

R-squared 0.737

因此，本文可以确定，即当我国的东部、中部及西

部地区的农业产业集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时，农业产业

集聚区的种植业规模也会有所扩大，而农业碳排放总量

又与其成正相关，因此在短时间内，种植业规模扩大使

得农业生产资料的消耗总量上升，进而推动农业碳排放

总量上升，且相关环境规制政策的未及时执行对农业碳

排放总量的增加未起到抑制作用。然而，随着某一地区

的农业产业集聚程度的进一步提高，除了相关环境规制

政策的执行会对农业碳排放总量的增加起到抑制作用外，

农业产业集聚的持续推进所带来的各种正向外部效应和

规模经济效应开始显现，它们通过促进行业信息交流、基

础设施共享、技术创新、专业分工等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

实现单位农产品的生产资料消耗量降低，即单位农产品的

碳排放量降低，因此农业碳排放总量相对开始逐渐下降。

4.4  环境规制对农业产业集聚影响农业碳排放的调节

效应的检验与分析

在对模型（4）数据的平稳性采取平稳性检验后，发

现模型（3）的各个变量是协整的，本文对中心化后的模

型（6）进行 GMM 回归。结合表 4 所显示的全国及三个

地区样本关于模型（5）的系统 GMM 估计结果，以及表

2 中得出 AR(2) 的 P 值和 Sargan 的 P 值来看，本文所建

立的分析模型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且模型可以通过工具

变量的有效性检验。

从全国层面来看，表 4 中全国样本关于模型（5）的

系统 GMM 估计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农业产业集聚与

调节变量环境规制的交互项回归系数为 0.033，在 1%

的显著水平下具有显著性，说明环境规制在调节农业产

业集聚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中发挥着显著作用。从地区

层面来看，在东部和西部地区，两地的核心解释变量农

业产业集聚和调节变量环境规制之间的交互项的回归系

数分别为 -0.001 和 0.002 且通过 5% 的显著水平，而中

部地区的两个变量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表明环境

规制的显著调节效应主要存在于东部和西部地区。

由此可见，研究假设 2 在全国、东部及西部地区均

得到了支持，而农业产业集聚对于农业碳排放的贡献度是

环境规制的边际函数，且由于农业产业集聚对于农业碳排

放的影响系数和环境规制与农业产业集聚交互项（LQERij）

对于农业碳排放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且同号，即随着地区

环境规制水平的提高，地区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碳减排

的效应也随之增强。可理解为环境规制对创新的补偿效

应得到显现，即农业产业集聚区的企业在较严格环境规

制的约束下，会增加对治污技术和生产技术的研发投资。

通过升级治污技术可以减少农业碳排放，从而降低企业

在农业碳排放方面的污染费用支出。通过促进生产技术

的进步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从而实现农业碳减排。

中部地区环境规制在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碳排放的

影响中缺乏显著的调节效应，这或许是因为中部地区的

经济相对于东部地区较为滞后而相较于西部地区的“西

部大开发战略”缺乏政策优势，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

该地区可能较少关注环境保护，导致环境规制水平相对

较低。因此，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可能未能有效发挥。

4.5  稳健性检验

为了使研究结论更加可靠，本文从调整估计方法方

面进行了稳健性检验。鉴于模型设定可能存在的估计偏

误，进一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以上结果进行稳健性检

验，如表 5 所示，可以发现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碳排放

的影响为倒“U”型关系。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选取 2003—2020年中国 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

通过系统 GMM 方法分析并检验了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

碳排放的影响，以及环境规制在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碳

排放影响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假设大部分得到了实证检

表4  调节效应检验

变量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LQij
52.509***

(11.678)
-56.288***

(29.060)
37.398**

(17.986)
47.021***

(16.290)

ERij
0.079***

(0.029)
-0.046*

(0.024)
0.039

(0.039)
0.226***

(0.061)

LQERij
0.033***

(0.000)
-0.001**

(0.000)
0.002

(0.001)
0.002**

(0.001)

ATij
179.204*

92.889
352.413***

(82.414)
87.683
116.676

-12.302
(84.627)

L3.GDPij
0.006*

(0.003)
-0.002
(0.002)

0.019***

(0.004)
0.011**

(0.005)
AR(2) 0.922 0.713 0.303 0.243

Sargan test 1.000 0.840 0.131 0.231
Observations 341 132 99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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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最终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从全国层面来看，农业

产业集聚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表现出倒“U”型特征，即

先上升后下降，同时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在农业产业集

聚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中存在；第二，从地区层面来看，

三地区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中均表现出倒

“U”型特征，且在东部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对农业产

业集聚影响农业碳排放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根据本文

的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全面利用农业产业集聚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 

应 [30]。要合理推进农业产业集聚，稳步跨越农业产业集

聚初期因扩大生产规模而进行的大量农业生产要素投入

及能源低效利用的阶段，利用规模经济效应所带来的知

识技术进步、基础设施共享等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降低

单位农产品的要素投入，实现能源节约型农业生产目标，

进而从总体上降低农业碳排放水平。

（2）充分发挥科学环境规制在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

碳排放中的调节效应 [31]。各地方政府应制定科学的环境

规制政策，因地制宜地发挥政策的积极性规制和消极性

规制功能，引导农业企业和农户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积极

采用先进生产技术、废物利用循环技术、农业碳清洁技

术及节能减排技术等，普及测土配方技术，从而避免过

量使用化肥和农药等，并对相应农业生产主体进行政策

补贴，以保证农业生产规模扩大的同时兼顾能源的高效

利用和对农业碳排放的有效控制，实现绿色低碳农业和

农业可持续化发展目标。

（3）结合空间地理因素积极调整区域发展中的农业

产业结构。通过前文的时间趋势检验及分析发现不同的

省份在农业碳排放总量特征方面存在差异性，这是由于

不同的省份的功能定位、地理条件、气候条件等决定的，

所以各省份应在推动本地农业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同时，

还应重视在区域内与其他省份农业产业结构的互补和协

调发展，实现区域内农业碳排放和碳汇的相对平衡。

（4）加强对农业节能减排和低碳节能理念的宣传。

借用大众传媒等途径广泛宣传低碳农业，提升农民在农

业生产过程中的低碳意识，进而使其在实际农业生产过

程中积极向低碳生产方式转变。此外，可通过开展新型

农民技能培训等形式，帮助农民学习和掌握先进农业生

产技术，解决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化肥和农药利用率不高、

水资源严重浪费、农药瓶随意丢弃导致的土地污染等问

题，提高农业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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